
18 | 都市圈融合发展与规划引领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ath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 in the Multi-
core and Strongly Connected Urban Agglomeration: Experience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

马向明   陈昌勇   刘  沛   丁镇琴   李建学   罗异铿    MA Xiangming, CHEN Changyong, LIU Pei, DING Zhenqin, LI Jianxue, LUO Yikeng

不同地域背景下的都市圈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及演化路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属强联系多核心的城市群，其城市间经历

了“先连绵、后互动”的发展过程，在城市间功能互动的过程中，珠三角城市群内出现了3个处于不同阶段并具有不同特

征的都市圈。对珠三角历史进程的分析可见，3个都市圈内城市的互动具有很明显的特点：早期是基础设施对接下的产业

扩散，然后进入围绕“人”的需求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现在处于服务业聚集和创新要素驱动下的空间结构重构的新阶

段。最后从交通、机制、共享、价值观、关系及地形6个方面，总结珠三角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下都市圈的发展经验与启示。

Metropolitan areas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have different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paths. The multi-core and strongly 

connected Pearl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has experienced a "continuous first and the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re are 

three metropolitan areas in different stag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analysi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cities within the three metropolitan areas has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arly stage, 

it is featured by the industrial expansion benefiting from the connection of infrastructure. Then the key issue shifts to the co-cooperation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for the "residence". Now it is o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tropolitan areas driven by 

innovation forces. Finally, we summarize the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earl River Delta’s experiences.

1　不同地域背景下的概念使用：都市区、

      都市圈与城市群

城市是区域中的城市，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相邻的城市之间存在着各种密切联系，从

而形成不同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19世纪末，

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中首次提

出用“Town Cluster”来解决大城市问题的概

念。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密集地区的地域

空间形式出现。美国于1910年提出便于统计的

大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概念，其中

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下都市圈的发展特征和演化
路径——珠江三角洲的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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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 | 强联系 | 多核心 | 珠江三角洲    

Metropolitan area | Strongly connected | Multi-core | Pearl River Delta 

Metropolitan是指由多个City组合成的地域组

织。1933年克里斯泰勒用“中心地”来揭示

城市间的相互关系。1951年日本木内信藏提

出大城市三地带学说①。1957年戈特曼针对美

国东海岸提出城市带（Megalopolis）概念，他

认为大都市区是城市带的组成单元[1]。

英国在17世纪已经初步形成以伦敦城及

威斯敏斯特为中心的圈层结构[2]，英国不仅是

“Town Cluster”思想最早的诞生地，也是第一

个把其付诸实践的地方。1944年编制的《大

文章编号 1673-8985（2019）02-0018-09  中图分类号 TU981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11982/j.supr.20190204

①日本学者木内信藏提出的“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地区和市郊外缘广阔腹地3大部分组成的，其思想进而被发展为“都市圈”理念。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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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规划》秉承了霍华德提出的田园城市的

理念，可以说是世界首个跨城市行政边界的都

市圈规划。日本于1950年代借鉴美国大都市区

定量化方法和英国实践，开始编制都市圈规划

（1958年编制《第一次首都圈建设规划》）。

我国在1946年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便借鉴了英国大伦敦都市圈的规划概念，可以

说都市圈的概念比城市群的概念更早进入中

国。但目前都市区、都市圈的概念尚未统一，其

与城市群的关系也未形成统一的看法。王建

等[3]就提出城市群与都市圈是两种不同的发

展模式；方创琳等[4]认为在集聚和扩散的核心

动力下，中心城市经过了城市—都市区—都

市圈—城市群的时空演化过程。

从概念和实践在各国的演变可以看出，概

念的使用是与当地背景密切相关的，而概念经

过本地化使用后在内涵上也会有自身的烙印。

从珠三角的实践来看，城市群与都市区、都市圈

是两种不同尺度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城市群

是多个中心城市的组合，强调城市之间的分工

与协作。而都市区与都市圈都是下一层级的城

市地域组织方式。珠三角城镇群的规划从1989

年开始，到现在经历4版规划。由于港澳在区域

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省政府在1994年编制

《珠三角经济区城镇群规划》时，采用了“城市

群—大都市区—城市”的空间管理与组织方

式。在讨论是用“三大都市区”还是“三大都

市圈”的概念来进行描述时，项目组认为都市

区和都市圈都是指一个或一个以上的中心城市

突破城市的行政界线与其相邻的紧密联系的城

镇所形成的地域空间，但都市圈更强调中心城

市的核心地位以及地域上的圈层结构，强调中

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具有紧密的通勤关系及人在

都市圈内流动所产生的各种需求。东岸和西岸

城市聚集片的核心城市港、澳并不在珠三角经

济区内，于是采用了“大都市区”的概念。此后

一直沿用至今。

珠三角“三大都市区”的概念提出于

1994版城市群规划，2008年后开始陆续编制

规划并实施。在珠三角的规划管理框架下，城市

群的规划侧重于区域内城市间的分工、交通设

施和重大基础设施的对接、生态环境主导下自

上而下的空间管制等；而三大都市区的规划则

更强调相邻城市间以人为基础的紧密联系，于

是侧重相邻城市间的同城化、公共服务设施的

共建共享。

从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演变来看，随着中

心城市功能的增强，其与周边城镇的功能互动

不断增加，从建设用地的人口密度变化来看，广

佛和深莞间核心—圈层结构出现，都市圈的特

征越来越显著（图1）。

2　珠三角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的都市圈

      发展特征

2.1   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过程: 先连绵、后

        互动

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珠三角城市群

成长的分水岭。改革开放后至金融危机前，珠三

角地区在香港的引领下形成城镇连绵区[5]。金融

危机之后，广州、深圳的中心地位和辐射能力不

断提升，进而发展成为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

（1）1979—1997年：多核弱联系城镇连绵

区的形成。这一时期区域发展以香港、广州为核

心，在香港的带动下，深圳、东莞等地实现快速

工业化与城镇化，空间上形成分散、多核的城

镇连绵区（图2）。在香港带动形成的外向型经

济下，区域城镇与区外的香港产业联系密切，

而与广州、深圳两个区内中心城市功能联系反

而不强。

（2）1998—2008年：广州、深圳强中心的

形成。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中国加

入WTO等事件的影响下，香港对珠三角城市发

展的影响比上一阶段减弱。与此同时，在土地、

住房制度改革的推动下，中心城市聚集资源的

能力加强。这个阶段各类园区、新城新区蓬勃发

展，区域发展的主角转移到城市。广州依托省会

城市的行政优势、深圳依托特区城市的政策优

势大幅提升各自的城市地位。广州、深圳逐步成

为区域内的两个强核心，并开始与周边城市产

生紧密的联系（图3）。

 （3）2009年至今：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

强联系区域形成。世界金融危机后，珠三角原来

低成本、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阻，于是走向

转型发展之路，推动了区域空间格局的重组。

《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推动下的一体化和产业转型，进一步强化了广

州、深圳两个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强联系的形

成，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都市区均得到

不同程度的发展（图4-图5）。一个多核心强联

系的城市群逐步形成。

（4）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的空间组织特

点：都市圈化与区域网络化并存。由于珠三角城

市群空间尺度不大，城镇密集且空间邻近，在

图1　珠三角城市群2018年建设用地人口密度分布图
资料来源：根据百度2018年人口数据绘制。

图2　珠三角1990年（左）和1995年（右）建设用地对比图
资料来源：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4—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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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推动下，城市群

的空间组织发生调整。通过数据分析显示，珠三

角已告别当年“诸侯经济”的时代，城市群在

产业和城市功能方面都已产生明显分工[7]，广州

门户城市特征明显，深圳经济中心城市特征突

出，两中心城市间及与港、澳的联系强度大。珠

三角已成为多核心强联系的城市群（图6）。

珠三角城市群在1994年提出了广佛肇（广

州、佛山、肇庆）、深莞惠（深圳、东莞、惠州）和

珠中江（珠海、中山、江门）三大都市区的概念，

图7显示了珠三角企业密度的分布出现由广州、

深圳两个核心城市向外递减的状况，图8反映

了制造业向外围迁移的状况。以广佛肇地区为

例，广州与佛山之间联系紧密，并形成了显著的

核心—边缘的圈层结构，明显出现都市圈化的

特征（因肇庆与广佛的联系远不如广佛间的联

系，因此习惯称为广佛都市圈）；与此同时，随

着高速公路、高铁和城际轨道等高快交通网的

完善，城市群网络化的趋势也渐显，2017年提

出的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更是凸显了这一

趋势。强联系多核心的珠三角城市群，中部和珠

江东岸已经显现出都市圈化与网络化共存的趋

势。在国家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推动下，珠江两岸通道设施的建设将加快，

可以预计，这种地域空间组织的趋势将进一步

向整个珠三角扩展。

2.2   珠三角三大都市区（圈）的发展特征

        与演变路径

由于地域环境和核心城市能级的差异，珠

三角三大都市区的发展路径和阶段也出现差

异。这些差异可以从人口经济密度、空间形态、

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业企业密度、通勤频率和城

图3　珠三角2001年（上）和2009年（下）企业联系网络 
资料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5　2018年4月珠三角人口联系强度（左）和2018年4月珠三角工作用户流动情况（右）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参考文献[6]重绘。

图4　珠三角城市联系网络结构（2015年12月20
日—2016年1月9日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6　珠三角城市联系网络（2015年12月20日—
2016年1月9日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7　珠三角2008年（左）和2018年（右）企业密度分布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根据量子数聚2018年企业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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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广佛城镇一体化结构（2015年12月20日—
2016年1月9日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广东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8　珠三角2008—2018年工业制造业（左）和现代服务业（右）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根据量子数聚2018年企业数据绘制。

图9　2018年7月佛广通勤（居住在佛山、工作在广州）及广佛通勤（居住在广州、工作在佛山）职住镇街分布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8]。

图11　广佛都市圈现代服务业企业空间分布图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根据量子数聚2018年企业数据绘制。

2000年 2008年 2018年

② 根据两市统计公报，广州、佛山2017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分别为1 449.84万人和765.67万人，合计为2 215.51万人。注释

市协作关系等方面来反映。

2.2.1    广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产生高频通勤

以广州为中心的产业向佛山的扩散，以及

后阶段人口向佛山的扩散推动了广佛都市圈的

成型。两地政府通过从基础设施对接到制度对

接，特别是公共交通一体化运营，为跨城通勤、

跨界居住提供了保障，广佛地区逐渐同城化，目

前已呈现高频通勤的成熟都市圈特点。

20世纪90年代，广州老城区部分功能突破

行政界线向周边扩散，商贸批发业沿广佛公路

向相邻的南海外溢。2002年两市首次提出共

建广佛都市圈，并在基础设施尤其是地铁、道路

等方面进行对接。2009年，两市签署《广佛同

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确定联席会议制度，

进入机制协作层面。2010年广佛地铁开通，两

市间逐步实现轨道互联、道路互通、公共交通一

体化运营，佛山黄岐成为广州外迁居民的主要

居住地。据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与百度地

图慧眼2018年联合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8]，广

佛两市间的通勤人口已超过45万人，占两市常

住人口的比例超过2%②（图9）。

当前，广佛空间结构已呈现同城发展的特

征，跨界地区成为城镇建设密集区（图10）。同

时，现代服务业的聚集推动着都市圈空间结构

的重构，2000—2008年间，新增的现代服务业

企业主要集中在广州、佛山主城区，而2008—

2018年间，主城扩张的同时，花都、南沙、增城、

从化、顺德等都市圈核心外围地区因现代服务

业加速集聚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形成若干地

区中心（图11），都市圈多中心结构正在构建过

数量增长率 数量增长率
负增长
0—1倍
1—3倍
3—5倍
5—10倍
>10倍

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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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倍

企业密度企业密度 企业密度

高 高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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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

2.2.2    深莞惠都市圈：产业强联系，人口初步扩散

深莞惠是珠三角典型的“形态先连绵，功

能后互动”的地区。地区最初的发展动力源于

香港的产业扩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香

港对这个地区的强势地位开始出现松动，而深

圳中心地位开始建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后，深圳的成功转型进一步加强了深圳与莞、

惠的产业联系，近年来随着交通的建设和房价

的差异，开始出现深圳居住地向莞、惠的扩散，

以深圳为中心的都市圈的形态结构逐步展现

（图12）。

概括地说，深莞惠三地首先是交通的互

联互通触发城镇的连绵发展，进而产生产业的

互动，然后是生活的互动。由于深、莞、惠3个城

市主城区距离较远，一体化发展的工作机制到

2009年才正式确立。2008—2018年间，深圳

中心城区制造业大量外迁，三地在临界地区开

展了重点平台的打造，如深圳的大空港、坪山新

区，东莞的松山湖、滨海湾新区，以及惠州的潼

湖生态智慧区、罗浮新城等，出现边界地区现代

服务业快速集聚的迹象（图13）。可以看出都市

圈的形成在推动深莞惠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

深莞惠跨市生活表现为东莞、惠州临深区

域大量承接深圳外溢居住需求。乐有家研究中

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东莞、惠州的购房者中，

居住地为深圳的占比分别达到42%、59%[9-10]。

然而，深莞惠之间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尚未衔

接成网，通勤网络尚未完善，交通出行过于依赖

公路通道，跨界客运公路运输占98%，轨道运输

仅占2%[11]，导致人口扩散规模较少、范围较小。

2.2.3    珠中江都市圈：局部出现地理邻近性的

             产业外溢和职住分离

2017年，珠中江3市人口总量不足1 000万

人，占珠三角的16.08%，无特大城市，无明显首

位城市，人口密度及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多点突

起，无中心化的特征（图14）。

由于区位的关系，香港、澳门及广州、深圳

两个珠三角的中心城市都对珠海、中山、江门3

市产生作用，各市在空间发展上积极与4大核

心城市对接。在多向外部拉力的影响下，加上自

图12　深圳福田CBD影响范围（2015年12月20日—2016年1月9日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 
资料来源：广东省住房与城乡建设厅，珠三角全域规划。

图13　深莞惠都市圈2008—2018年工业制造业（左）和现代服务业（右）企业数量变化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根据量子数聚2018年企业数据绘制。

图14　2018年珠中江地区建设用地人口密度（左）与现代服务业企业密度（右） 
资料来源：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大数据中心绘制，人口密度数据来源为百度2018年人口数据，现代服务业

企业密度数据来源为量子数聚2018年企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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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缺乏强中心，城市空间的拓展没有出现向心

性（图15）。因此，从都市圈视角来看，珠中江是

珠三角城市群中发育程度最低的地区。目前，仅

在城市交界地区依托国省道，形成一些传统产

业集群，如“中山西北部—江门东北部—顺德

南部地区”形成家电、五金及灯饰产业集群。同

时，公共服务、住房供给水平的差异造成边界地

区跨城通勤，如部分在珠海中心区工作的居民，

选择在中山南部的坦洲、三乡等镇区居住。

 

2.3   珠三角强联系多核心城市群下都市圈

        发展的四阶段特征

薛俊菲等[12]把都市圈的发展过程分为雏

形期、成长期、发育期和成熟期4个阶段。如前文

所述，珠三角由于空间尺度不大，城镇间空间紧

邻，城市群出现多核心强联系的特征。在这种背

景下，城市群地域空间组织出现都市圈化与网

络化并存的趋势。这两种趋势的共同作用，使得

珠三角城市群里都市圈的发展过程体现出自身

的特点。

首先，珠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可分为“雏

形—加速—重构—成熟”4个阶段。在雏形阶段，

中心城市出现地理临近性的产业扩散，与其他

区域不同的是，在珠三角之外的港澳是更大的

产业扩散动力源；本区的中心城市增强后，也出

现了扩散的动力，港澳扩散动力与本区中心城

市的扩散动力叠加，出现城市连绵的加速阶段；

重构阶段是指驱动功能扩散的动力出现转换的

阶段，广、深成为地域空间组织的主动力，中心

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的功能关系出现重构，都

市圈功能与形态特征出现；成熟阶段是指交通

设施一体化支撑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产生频繁

通勤，都市圈进入功能协同发展的阶段。

其次，对应于各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呈现出

“产业扩散—人口扩散—空间重构—高频通勤”

的发展特征。从产业扩散到人口扩散，珠三角城

市群都市圈的这两个发展特征与其他地区的都

市圈类似，不同点在于第三阶段出现的“空间

重构”。通过分析广佛、深莞惠的发展特征可知，

广佛都市圈处于高频通勤的成熟阶段，实现了

从基础设施对接到运作机制的衔接，目前现代

服务业的聚集在推动着都市圈空间结构的再构

建；深莞惠都市圈处于产业强联系、人口扩散的

加速发展阶段，深圳中心城区工业制造业大量

外迁及跨市边界地区创新要素和现代服务业快

速集聚，空间结构出现重构的趋势。

在珠三角以多核心强联系为特征的城市群

作用下，珠三角都市圈空间结构的重构特别明

显，无论是广佛都市圈还是深莞惠都市圈，城市

连绵区再结构化后，其结果都不是都市圈典型

的圈层结构，而是兼有圈层性和网络性特征，如

南沙现在是广佛都市圈的边缘，但未来却是广

州的副中心。

3　珠三角都市圈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从珠三角的实践来看，城市群与都市圈作

为区域治理的不同架构，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由

于珠三角9市均位于一省之内，省政府制定了4

轮城市群规划，通过明确城市群发展目标，在区

域基础设施布局、区域环境的管控、区域性重大

平台布局等方面做出了统筹性的安排与实施要

求，以期保持和提高珠三角的区域竞争力。虽然

每一轮城市群规划都有对“人”的关注，但更

多聚焦于生产要素的布局优化与生态、生产、生

活空间的发展和保护等问题。

相对于城市群，都市圈的尺度更小，面临的

对象与问题更加聚焦，城市政府往往首先聚焦

于因“人”的高频跨城流动所产生的问题，然

后再衍生到其他领域。因此，珠三角都市圈内城

市的互动具有很明显的特点：围绕“人”的需

求、“自下而上”、从“民间”到“政府”。如广佛

都市圈首先面对的是围绕跨城通勤推动交通基

础设施对接的问题。在硬件对接达成共识后，软

性制度上广佛两地也积极推动跨城居民工作与

生活的融合与便利化，如公交一卡通、跨地域住

房公积金贷款等，这些实在、惠民的举措极大推

动了广佛都市圈进入同城化时代，助推广佛都

市圈成为国内发育较为成熟的都市圈。

3.1   珠三角山水基底对都市圈的形成产生

        基础影响

珠三角呈现3种不同类型的地貌特征，大

致可划分为中部平原地区、东岸台地地区、西岸

河网地区。广州、佛山所在的平原地带，深圳、东

莞和惠州所在的台地地带，都有利于都市圈中

心的形成。但珠海、中山和江门所在的西岸河网

地区，河流水道较多，且以干流为主，建设用地

空间沿交通干线呈线性拓展，在物理环境上较

难建设圈层式交通网和形成具有集聚效应的强

中心。

图15　2000年至2017年珠中江地区建设用地变化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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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一体化对接是都市圈发育形成的

          基础条件

交通网络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都市圈

的产业空间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13]。现代化交

通体系的建设对于加强都市圈中心城市与周边

城镇和地区的联系，实现都市圈的一体化发展

至关重要[14]。以广佛都市圈为例，早期以国省道

干线、高速公路为支撑的陆路运输体系推动核

心城市产业不断向外扩散。2010年，广佛地铁

和广珠城际先后开通后，广佛城市核心地区的

时空距离由之前的2 h缩短至40 min，推动了以

“人”为代表的要素频繁流动，极大地强化了广

佛间的联系。

3.3   都市圈的“协商制”有利于解决围绕

        人的需求产生的问题

3.3.1    城市群“家长式”的资源调配方式，有

            利于统筹基础设施落地

珠三角城市群的规划目标是通过省、市、县

逐级传导落实的。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

的组织架构是以省人民政府作为决策层，珠三

角管理办公室作为协调层，省级各部门及各市

人民政府作为实施层，自上而下逐级传导，形成

强有力的等级结构，推动区域性基础设施的落

实[15]。这种自上而下的“家长式”协调方式，对

于区域性刚性基础设施的实施较为有利。以广

州绕城高速从初步设想到选线建设为例，省政

府作为决策主体，力推选线西拓至佛山南海，各

市作为实施主体，执行上级政府要求，最终使该

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得以实施。

“家长式”协调方式对顶层政策的产生也

更有利，如2008年《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2008—2020年）》发布后，广东出台了珠三角

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

和环境保护5个一体化规划，并要求编制都市区

规划。这些一体化规划的实施对于推动都市圈

的形成带来了实质性的进展。

3.3.2    都市圈“协商制”的事项协调机制，有

             利于促进人本服务落实

相对于城市群“家长式”等级化的资源调

配方式，都市圈“协商制”旨在寻找共同的利

益，在城市群规划所明确的整体目标下，都市圈

各城市通过协商解决公共服务分配的问题，以

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英国学者佩里•希克斯

针对政府部门日益严重的“碎片化”问题，提

出以协商和整合为手段，强调政府在公共事务

处理上不仅需要解决内部各部门的协作，更需

促进与外界政府或相关机构形成整体性的治理

网络[16]。在都市圈中实现整体治理，需整合各地

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系，构建及运作跨区整体

性的合作组织，形成协商网络[17]。

以广佛同城发展的组织架构为例，通过广

佛同城化领导小组、市长联席会议、专责小组，

构建跨市的整体性治理网络，通过签订与发布

《广州市佛山市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定》 《广

佛同城化规划》等系列规划与文件，推动生态、

产业、公共服务等具体事项落地实施。仔细梳理

广佛都市圈合作事项的历年演变情况可以发

现，这些合作事项大多遵循市场的需求，以寻求

利益的共同点为目标，主要解决因人的需求产

生的问题，推动各类以人为直接服务对象的设

施落实。

3.4   围绕人的需求搭建都市圈利益共享机制

都市圈的发展更多是要在软性对接方面做

工作，推动都市圈内形成利益共享运营机制。广

佛都市圈发展之所以走在前列，与两市在推动

交通一体化运营方面的成就是分不开的：两市

通过出租汽车调度平台的对接，实现两市数据

共享和联合调度，优先推送返程出租汽车，降低

了广佛互通车辆返空概率。轨道方面，通过广州

地铁公司与佛山地铁联合成立公司，实现了交

通卡（岭南通）的互联互通。而深莞惠都市圈

随着产业的分工协作，特别是深圳房价的挤出

效应，三地之间已经出现较大的跨城通勤需求，

但各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尚未衔接成网，

仍为各自运营的状态，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要

素内部流动的速度。

除了在交通方面的努力外，2009年，广州、

佛山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了《广东省

珠江三角洲城市住房公积金贷款合作协议》，以

解决珠三角职工跨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问题，这

一举措直接推动了更多在广州工作的人选择在

广州周边的佛山、清远居住，促进了广佛都市圈

职工跨地域流动。

3.5   文化和价值认同及等级化的魅力空间和

        文化场所促进都市圈的形成

3.5.1    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认同是都市圈形成的

             重要条件

都市圈的发育与成熟是一个持续和动态

的过程，而文化认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文化是非正式的制度”，共有的文化认同

使得都市圈内不同城市间的居民、政府、企业等

行为主体形成共同的心理地图（Mental map或

Cognitive map）[18]，成为各类行动和决策的依

据，促进都市圈形成集聚。

共同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有利于都市圈

的形成。如广州、佛山都是广府文化的核心区，

两市不仅地域相连，语言相同，民俗、民风相近，

在历史长河中还留下彼此相连的物质与非物质

的文化遗产，都市圈的发展就水到渠成。

而深港之间，虽地域相接、产业联系紧密，

但因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发展的差异以及历史

上长期存在的边界作用形成了较远的心理距

离[19-20]。沈建法研究发现[21]，对于建立港深大

都会，经济融合紧密，制度融合有进展，但社会

融合显著迟滞。跨边界的认知显著缺乏（超过

57%的香港和深圳居民不太熟悉或非常不熟

悉另一个城市）。超过4成的香港和深圳受访者

认为价值观的差异是构建港深大都会最主要

的障碍。

珠江东岸这个“世界工厂”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从原来“打工者的天堂”转变成为“创业

者的天堂”的过程中，逐步发育形成具有东岸

特色的移民文化，近年来深莞惠都市圈进展较

快与这种移民文化是有关的。

3.5.2    等级化的魅力空间与文化场所加速都市

            圈内要素流动

都市圈是与人有关的各自“圈”的集合。

其核心是圈内居民主要的“工作圈”和“生活

圈”，如通勤反映的“居住—工作”联系形成都

市圈行动空间的核心——通勤圈。在共有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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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与认同形成共同的心理地图的基础上，居

民的消费与休闲游憩的时空行为导致都市圈内

魅力空间与文化场所的等级化。魅力空间与文

化场所是对内凝聚认同、对外传播品牌的独特

空间。以广佛为例，都市圈形成的过程中，在中

心—边缘的空间关系重构中，消费空间发生重

新整合与分化[22]。以珠江新城为代表的公共空

间成为广佛都市圈共同的消费中心，而消费空

间的势差进一步促进了都市圈内人口等的流

动。以此为基础，城市与区域都可以运营其地方

性品牌，强化其符号性的功能价值，对内凝聚认

同，对外加强地方的竞争力[23-25]。因此，等级化

的魅力空间与文化场所能够促进共有的都市圈

的形成。

3.6   以“制度嫁接”构建“强关系”, 突破都

        市圈理论中的时空距离限制

作为打破行政界线的、围绕强核心形成紧

密联系的都市圈，是基于空间上紧密相连的区

域形成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但在珠三角的实

践中，却出现了突破都市圈空间邻近性限制的

案例，探索出都市圈新模式的可能，如飞地发展

的深汕特别合作区。

深圳与汕尾在空间上并不相连。2017年，

广东省政府决定在不改变深汕土地行政属地所

有权的基础上，汕尾让渡管理权，社会管理、组

织机构、城镇建设、产业发展、财税土地等全权

交由深圳管理。通过飞地的发展模式，实现深圳

产业跨空间的扩散。马学广、李鲁奇[26]认为在深

汕特别合作区的建设中，深圳市产业向合作区

的转移，深圳市管制权力向合作区延伸，以及汕

尾市对4镇领域的管制重塑，实现了“再领域

化”（Re-territorialization）。

深汕特别合作区以“制度嫁接”的方式形

成了与深圳的“强关系空间”，复制了深圳的制

度环境，使得深圳都市圈的领域外溢出传统的

边界。近一年来，深汕特别合作区吸引了大量企

业的入驻，归根结底是企业对深圳管理制度的

信任与熟悉，深圳在深汕特别合作区中建立的

制度优势、更多的财政投入等因素增强了企业

家的信心，吸引各类要素纷至沓来。而这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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